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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The slowdown and in some 
years reversal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forcefully demonstrates 
that growth is not sufficient 
for combating poverty 
even if that growth is of 
unprecedented magnitude. 
Policy initiatives sh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inequality, especially urban-
rural disparity. This Policy 
Brief provides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findings 
from UNU-WIDER’s project 
on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China. It also offer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ackling the poverty-
growth-inequality inter-
relationships in the short- 
and long-run. In particular,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only 
long-run policy option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to encourage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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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反贫困：仅有
高经济增长够吗？ 

在发展政策的设计和执行过程中应当优先考虑什么—增长还
是不平等？世界银行的戴维•道勒和阿尔特•克拉在他们一篇经
常被引用的文章中主张将增长作为最主要的发展目标。反对者

却认为，仅仅依靠增长并不一定能有效地实现发展的终极目标—

消除贫困。因此，他们主张把再分配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政策工

具。从现实的角度看，大多数政策都涉及到在效率（也就是增

长）和公平之间的权衡，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这样一来，发
展战略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在发展政策的设计和执行过程中就

面临着这样的挑战或者说困境：究竟是应当优先考虑增长还是

优先考虑不平等呢？ 

更为复杂的是，增长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以不同的方式来影

响不均等；与此同时，增长前景和贫困趋势又取决于当前的不

平等水平及其动态演进。现有的有关不平等—增长关系的文献给
出的结论各不相同。显然，为了更好地理解贫困—增长—不平等

（PGI）三角，更多的研究工作有待开展。PGI 三角的含义为，

任何贫困的变化都可精确地表示为增长和不平等变化的数学函

数。 

改革后的中国为研究 PGI 三角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一

方面，中国的增长被称为奇迹，而且增长对驱除贫困的作用得

到了世人公认；另一方面，高速的增长似乎同时带来了不平等

在多个维度的恶化，而不平等的恶化又助长了城市贫困现象的

滋生以及中国贫困下降趋势的减缓甚至逆转。 

 
 

http://www.wider.unu.edu/research/projects-by-theme/poverty-inequality/en_GB/inequality-and-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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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探讨中国的 PGI 三角问题显得

十分重要。第一，高度不平等会对中国的可持续增长造成威胁
，因为它至少会削弱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性。第二，中国的

增长前景以及与不平等相关的国内需求会对其他的经济体带来

深刻的影响，这从中国的巨额贸易盈余以及不断攀升的贸易纠
纷方面反映得尤为明显；第三，中国的 PGI 状况决定了全球不

平等和贫困的景象。所以说，深入研究中国的 PGI 状况有助于

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应对贫困、增长和不平等问
题。 

尽管研究中国的 PGI 问题很重要，但现有的相关文献非常

有限，而且大多都是选取贫困、增长和不平等三角之中的一个

角进行探讨。在下文中，我们将归纳总结联合国发展经济学研

究院研究项目“中国的贫困和不平等”的主要研究结果，并给
出解决 PGI 三角问题的政策建议。 

 

中国的 PGI 三角 
 

尽管中国是在打破平均主义制度后才开始其高速经济增长
的，但是有研究显示，不平等在任何时间段（不管是短期、中

期还是长期）都是有损于增长的，而且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关
系是非线性的（见 Wan 2008a， 第一章）。与此相关的是，

Wan (2008a，第二章)发现增长与不平等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

，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协调一致的政府政策干预，收入不平等

还会随着增长进一步恶化。另外，Wan (2008a)的第三章表明

收入增长和不平等的下降能够对 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段中国在

农村扶贫治贫工作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做出解释。然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段，中国农村和城市都遭受了不平等的快速

上升和收入增长放慢的双重冲击，从而导致了减贫速度下降，

甚至出现了返贫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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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贫困现象在中国中西部地区更为普遍。

造成中国内陆和沿海之间贫困程度差异的最重要因素便

是不平等和国内资本。由此，亟需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

来帮助贫困地区积累物质资本并应对区域内的不平等问
题。不仅如此，全球化和其他贫困决定要素通过相互作

用也在影响东中西贫困的差异。因此，政府必须密切关
注局部状况并确保全球化能使穷人受益（见 Wan and 

Zhang, 2008）。 

令人惊奇的是，中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对缓解不平等

所起的作用很小，甚至是反作用（Wan 2008b，第七章）

。在省际层面上，财政转移对不平等的影响甚微。而在

家庭层面上，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居民所能得到的种种社

会福利要比东部地区的居民少。不仅如此，重要的实物

福利（即 1988 年的食品和健康以及 2002 年的教育方面

的补助）也与税前、转移前收入正向相关。贫困的工作

族（接近底部的收入群体）不仅收入微薄，而且也被抛

弃在社会福利体系之外（Wan 2008b，第七章）。 

由于改革后的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增长态势，所以中国的

PGI 三角本质上可以说成是贫困与不平等的关系。换言之，中

国未来的扶贫治贫成效将主要取决于不平等趋势的走向。尽管

中国的不平等程度从所有的层面上说都在加剧，但区域不平等

却是最为关键的。因此，只要涉及中国的 PGI 问题，寻找并分

析区域不平等的根本决定因素便显得格外重要。 

总的来说，中国总区域不平等包括两个维度：一是东中西

的区域不平等；一是城乡不平等。其中，城乡不平等在总区域

不平等中占据很大且不断上升的比例（超过 70%）。总区域不

平等的波动和上升几乎全部是由城乡差距引起的，这在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的不

平等只占总区域不平等的 30%。另外，自 1991 年起（1996-98

这三年例外），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的不平等状况一直比较稳
定(万广华，2006)。 

 

http://10.0.1.65/pub_tax_pro/node/20816
http://10.0.1.65/pub_tax_pro/node/20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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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根本决定因素而言，由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变量代表的

全球化被发现是导致中国区域不平等快速上升的最重要因子。

尽管教育、地理位置、城市化以及人口负担率对区域不平等的

绝对贡献没有改变，但其相对贡献有所下降。更为有趣的是，

国内资本成为区域不平等的最大且越来越重要的贡献因素。不

均等的国内资本、国外直接投资以及贸易解释了总区域不平等

的一半左右（Wan 2008b，第一章）。 

不仅国内资本存量很重要，资本在欠发达地区的效率也较
低。尽管金融深化促进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但对于内陆省

市来说，大多数金融指标在解释经济增长方面都不显著（Wan 

2008a，第六章）。此外，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区域不平等的上升主要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TFP

）而不是物质资本。但 20 世纪 80 年代的状况正好与此相反。

20 世纪 90 年代不平等的加剧则主要缘于向更富有的沿海省份

倾斜性的投资分配外加全要素生产率在区域间的进一步分化（

Wan 2008a，第五章）。 
 

政策建议 
 

显然，仅靠增长是不足以实现减少或消除贫困这个终极发
展目标的。如果当代中国史无前例的增长都不能消除贫困，那

么在忽视不平等的前提下讨论任何其他国家的千禧年发展目标
肯定是不现实的。 

为了解决中国的 PGI 三角问题，至关重要的是将城乡差距

而不是沿海—内陆差距作为各部门和各级决策者的首要考虑因

素。假设东部—中部—西部的差距完全被消除了（这当然是不可

能的），中国的区域不平等也只能降低 30%左右；而通过消除

城乡差距（这至少从长远来说是可行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的区域不平等能降低 70%多。显然，对于中国来说，最

富成效的政策走向便是瞄准西部和中部的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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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解决城乡和沿海—内陆发展不平衡问

题，中国政府在 1999 年发起了一场持续至今的“西部大开发
”运动，并于 2005 年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想

。然而，这两项历史性举措都极有可能起不到相应的效果。道

理很简单: 农业部门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60%多，但产值却

只占 GDP 的 10%左右。用胡萝卜加(或)大棒（即税收或财政政

策）来解决城乡差距问题显然是不明智，也是行不通的。我们
认为，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将非农部门一半以上的

GDP 完全转移到农村去。而如果城乡之间的差距未能弥合，沿

海—内陆之间的差距又如何得以解决？！ 

 

短期解决办法 
 

短期内，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可以缓解贫困和不断上升的不

平等问题：第一，建立和发展农村资本市场。正规的资本市场
对促进中国农村的资本形成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应立即停止从

中国农村撤销银行分支机构的做法或代之以发展或政策性银行

。对贫困地区的投资应得到税收减免以及优惠贷款等方面的政

策支持。特别地，为了消除对小农场主和农业活动的歧视，有

必要深化金融改革。目前有不少政府实体和金融机构正在尝试
小额信贷计划,这样一种补充性的计划应适时调整以促进落后

地区和贫困农户的物质资本积累；第二，财政支出和再分配应
该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所有的转移支付都可以是带有附加

条件的，这些附加条件必须着眼于促进物质资本的形成和提高

青年人的教育程度。特别地，应加大对农业研发的投资力度，

以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率。还应该对贫困地区的教学质量予以

高度重视；第三，积极扩大中国内陆地区的贸易和外资规模。

在中国沿海逐渐取消的有关贸易和国外直接投资的倾斜政策应
在别的区域予以实施。成功地执行这三项政策建议将使中国的

区域不平等程度至少降低 50%。 
 
 

http://10.0.1.65/pub_tax_pro/node/2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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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解决办法 
 

对于不平等和贫困问题，必然和长期的解决办法在于城市

化，即帮助中国农村居民永久性地在城市定居。有必要指出的

是，取消户籍制度只是解决城乡差距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对于笔者这一提议，批评者会指出城市不可能容纳高达 5.5

亿的巨大农村剩余劳动人口，而考虑到就业问题，城市化的提

议就更不现实。对此，笔者不能苟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
单的算术问题。当前，城市已吸收了大约 1 到 1.2 亿来自农村

的移民，只不过他们还是被称作农民。而这些移民的家属主要

依赖他们的收入生活。所以从就业方面看，将移民的家属们转
移到城市来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来到城市的移民大多是青壮

年人（由于无法享受教育、医疗以及其他福利，他们通常把小

孩和老人留在家中），这些人实质上代表了 1 亿多农村家庭或

者说 4 亿多农村人口。在这 4 亿人中，有接近 1 亿的劳动力可

能需要在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但是，即便找不到工作，这些新

移民也可以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生存下来，而且他们的日

子总体来说应该会比留在农村更好。更为重要的是，只要他们
能在公共教育上得到与城里居民相同的待遇，那么他们的孩子

乃至他们的整个家庭必将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那么，这接近 1 亿的剩余劳动力在城市有可能找到工作吗
？对此的回答是：当然可以。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服务业还
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更因为解决了 4 亿移民在城市永久定居的

问题将极大地促进本质上为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部门的发展。

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服务业的规模能够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状况

相匹配，虽然多少工作岗位将被创造出来现在还不得而知，但

这里的潜力是巨大的。而一旦考虑到移民流入城市后，城市的

规模将是现在的两倍，这种潜力就更大了。 

这样一来，还有 1.5 亿的剩余人口或者说 7500 万剩余劳
动力留在农村。而在 20 年时间跨度里将这些人口转移到城市

，只要每年创造出 300-400 万个工作岗位就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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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 5.5 亿农村人口意味着将现有城市的规模扩大一倍。

这是在不创建新城市的假设下最坏的情形。2007 年上海的住

户（不包括移民）人口接近 1400 万。按照最坏的情况推算，

这个数字在 2030 年左右将会上升至 2800 万。这个数字并没有

那么可怕。从相对意义上讲，它只代表 2%的全中国人口。不

仅如此，有来自上海的经济学家提出上海可以容纳 5000 万人

口。他们认为，世界上诸如东京、伦敦以及墨西哥这些大城市

的人口占其国家总人口的 20%甚至更多。事实上，2007 年包括

移民在内的上海市人口已经达到 1858 万。 

有必要提一提中国在城市化发展战略问题上不同学派之间
的争议。一些人提倡巨型城市的开发和形成，而另一些人则强
调中小城市的发展。这两种观点的差异本质上就是在诸如日本

式的集中体制和诸如德国式的分散体制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

在这里应予以严肃考虑的关键性问题包括城市化过程中的规模

经济和聚集效应。 

为了尽量减少由大规模迁移可能带来的一些经济和社会问
题，建立一个渐进的程序是必要的。根据这个程序，那些在城

市拥有长期工作或者稳定住房的移民应给予优先考虑。同样地

，那些受过较好教育的移民也应当享受一些优惠条件。事实上

，可以运用一个打分系统来对移民的申请做出评定，这个打分

系统应将主要移民申请者及其所有家庭成员的背景和特征都考

虑进来。为了缓解财政压力，新移民在住房、教育、医疗以及

其他福利方面只能享受有限的和有限期的政府支持。除此之外

，还应建立社区学院以便为临时的和长期的移民及其家庭成员
提供教育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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